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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冠疫情很有可能将给气候变化带来巨大的影响。目前许多亟待实施的财政

复苏计一方面有可能进一步固化当前倚重化石能源的经济系统，但同时也可能推

动经济系统的转型，促成化石能源的部分淘汰。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采

访了 231 位来自 G20 成员国央行、财政部的官员及其他经济专家，从实施速度、

经济放大效应、气候影响潜力以及整体受欢迎程度四个方面，对 25 个财政复苏

措施大类进行了分析，最终识别出五大在经济放大效应、气候影响潜力两项上均

表现良好的政策类型：即发展清洁的实体基础设施、建筑能效提升改造、加大教

育培训投入、投资自然资本和清洁研发五项。在中低收入国家，加大对农村地区

的扶持投入将创造更大价值，而清洁研发的重要性次之。本文通过分析疫情对温

室气体减排的短期影响以及个人和组织行为习惯合理的中期转变，得出了以上结

论。 

一、引言  

此次新冠病毒疫情或将成为气候变化行动的转折点。据预计，由于疫情，今

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出现有史以来的最大降幅。然而，要想实现到 2050 年



净零排放的目标，人类社会须在之后每年继续保持 2020 年的减排量。疫情过后，

一旦出行限制接触，恢复经济，如果政府不采取干预措施，排放量势必反弹。有

人担忧人类社会可能会才摆脱新冠病毒威胁，又要立刻面对更大的气候危机，这

种担忧不无道理。 

但本次疫情也清楚表明：如果事态紧急且公众予以支持，那么政府是能够果

断采取干预行动的。疫情让国家政府的作用得以凸显（Helm，2020）。政府的果

断干预可将感染率控制在稳定水平，防止医疗系统过载崩溃，拯救民众生命。相

比之下，气候危机的紧迫性比起新冠病毒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气候危机虽然

整体节奏较慢，但后果却更加严重。两种危机都会导致市场失灵、产生负外部性，

都需要国际合作、综合学科研究、强化系统韧性、加强政治领导力、公众支持开

展行动。稳定气候同样需要果断的国家干预，推动能源与工业体系转向更新型、

更清洁，并最终实现更低成本的生产方式，成为脱颖而出的最佳模式（Acemoglu 

et al., 2012; Aghion et al., 2016; Grubb, 2014; Farmer et al., 2019）。 

这样的干预措施会出现吗？疫情之前，公众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支持达到了一

个顶峰，政府和企业行动也不断发力，但疫情明显减缓了这一势头，国际气候大

会（第 26 次缔约方会议 COP26）被推迟至 2021 年就是一个例子。如果这次疫

情能让人们意识到“自然”力量之强大，足以撼动全球经济，让人类反思自身的“无

所不能”，也许我们能重拾动力，推进气候变化行动。此外，在多国开展的民意

调查显示，人们注意到清洁的空气、畅通的道路、啁啾的鸟声和野生动植物在经

济停摆期间再次回归，不禁让人自问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是否就是好的？有没

有可能 “重建地更好”（Ipsos, 2020)？而未来几个月各国将陆续出台的疫情财政

复苏计划将极大影响全球已达成共识的气候目标的实现。 

本文识别了将较快产生显著经济放大效应且有助于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的各项刺激政策。经济恢复计划可以有两种走向，要么一石二鸟，引领全球经济

走上净零排放的道路，要么将人类社会囿于无法挣脱的化石能源体制。 

本文第二章审视了疫情对近期排放量的影响，第三章梳理了自全球金融危机

（GFC）以来各国拟实施或实际实施的逾 700 项刺激政策，并总结为 25 个基本



政策模型大类。我们采访了全球 230 多名专家，其中包括各国财政部门和央行的

官员，主观评价了这些政策模型潜在的经济和气候影响力。调查结果显示，受访

人普遍认为通过政策行动同时实现动经济增长和净零排放转型是完全可行的。第

四章探讨了疫情在广义上对个人和企业行为趋势的影响，包括减少差旅、更多选

择居家办公、加强本地化和自给自足水平等；以及由此产生的体制机制趋势影响，

如对多边主义和全球协同行动的质疑等。本文最终得出结论，即应对气候变化所

取得的进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六个月各国所出台的政策，选择正确的政

策可以推动温室气体排放长期下行。 

二、复苏初期：经济放缓和财政扶持措施 

（一） 经济活动衰退  

G20 所有成员国都采取了出行限制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0a），如“自

我隔离”、“保持社交距离”等（Wilder-Smith and Freedman, 2020）。这些限制措施

在遏制病毒传播（Hou et al., 2020; Koo et al., 2020）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经济

后果。在供给侧，全球约 81%劳动人口受到了全面或部分封城措施所带来的冲击

（del Rio-Chanona et al., 2020；国际劳工组织 ILO, 2020），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大

量失业和临时下岗（国际劳工组织, 2020）。在需求侧，由于无法出行，包括无

法自由出门购物、餐饮消费、日常行动等，消费市场出现低迷（Chen et al., 2020; 

Muellbauer 2020; Andersen et al., 2020）。航空业务量大幅萎缩，预计 2020 年上

半年国际航线旅客周转量降低 5.03-6.07 亿，损失 1120-1350 亿美元（国际民航

组织, 2020）。消费者信心也在下滑（经合组织, 2020），失业和临时下岗切断了

收入来源，又进一步加剧了消费萎缩。 

（二）化石能源使用及温室气体排放减少 

上述经济活动的大幅减少拉低了能源需求，占能源总量 85%的化石能源（英

国石油公司, 2019）使用也相应减少。石油需求暴跌让市场供需失衡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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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分析, 2020a; 牛津分析, 2020b），导致布伦特原油价格跌至二十多年来的

最低水平。1 

燃油使用量的下降使得各类污染也随之减少，二氧化碳（CO2）、一氧化二

氮（N2O）等温室气体及气溶胶、不稳定气体（Myhre et al., 2013; Jacobson, 2010）

和有害颗粒物的排放均有所减少。虽然目前还不能在区域尺度上衡量短期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Yang et al., 2019; Artuso et al., 2009），但可以在燃油消耗量数据的

基础上，结合工业生产和机动车排放中和二氧化碳一起产生的二氧化氮（NO2）

的浓度值（Konovalov et al., 2016），一起进行综合估算2。例如，据估算，随着

中国在二月封城期间煤炭和石油消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也下降了 25%（即 2

亿吨 CO2）（Myllyvirta, 2020）。 

全球范围内，2020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可能会下降超 5%，相当于 20 亿吨二

氧化碳（Evans, 2020），创有记录以来的最大降幅（Boden et al., 2017, Le Quéré 

et al., 2018）。相比之下，在二战期间（1939-1945）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平均下降

4%；1991-92 年经济萧条时期 3%；1980-81 年能源危机 1%；2009 年全球金融危

机 1%（Boden et al., 2017）。即使和历史上的战乱和瘟疫时期相比，2020 年的降

幅也十分显著（Pongratz et al., 2011; Boden et al., 2017）。 

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算是此次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的 “一线希望 ”

（Bandyopadhyay, 2020; Isaifan, 2020; Teale, 2020），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估计，

要将升温幅度控制在 1.5°C 以内，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必须在 2020 至 2030 年间

每年．．下降 7.6%（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19）。只要温室气体排放仍为正值，大气

中的温室气体浓度就会继续上升，稍有增长就可能触发反馈循环，而反馈循环会

对气候造成极大的永久性损害（Farmer et al., 2019）。 

 
1
 电力需求（其中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在增大）所受影响低于交通需求受到的影响，而后者主要是由液态

化石燃料驱动（国际道路运输联合会 IRU, 2020）。 
2
 虽然二氧化氮（NO2）本身不属于温室气体，但它会促使大气中产生臭氧，而臭氧是温室效应很强的气体

（Lerdau et al. 2000; Ghazali et al. 2009）。NO2在大气中稳定时间较短（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

NOAA 2020），可以作为衡量特定时段经济活动强度的一个好用且易测量的指标（Cui et al. 2019），可

用于揭示疫情期间局地和区域尺度上的变化（Worden et al 2020; EPA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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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不果断采取干预措施（下章有详细讨论），一旦出行限制结束，排

放量就会反弹。3 但反弹的幅度取决于经济恢复的速度、救市措施的性质和投入

程度、消费需求恢复情况以及将在第四章讨论的将出现的个人和组织趋势变化。

不难看出，如果经济快速复苏，压抑已久的消费需求得以释放，势必会造成温室

气体排放的短期增长量超过长期平均水平。目前，中国正在逐步取消出行限制，

工厂复工复产，因此排放量也开始回升。 

比起短期温室气体排放，经济复苏政策对可再生能源等清洁技术投资产生的

影响将更为重大。能源需求下降意味着风电、太阳能、电池等行业的新增容量在

2020 年将大幅降低，其影响还会持续至 2021 年。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受影响尤

甚，预计 2020 年二季度将下降 48%，此后逐渐回升（Eckhouse and Martin, 2020）。

与此同时，疫情扰乱了重要零部件的全球供应链，导致油价大幅下跌，反而诱使

各国（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在经济恢复期更多选择基于化石能源拉动消费（Fox-

Penner, 2020），这些因素都将加剧我们面临的挑战。 

（三）当前救市措施的气候影响 

很多 G20 国家政府已经提出和/或实施了大规模的财政救市计划。截至 2020

年 4 月，G20 所有成员国（也包括欧盟的大部分成员国）都已正式出台财政救市

计划，拨款总计超 7.3 万亿美元。我们梳理了已实施的规模较大的（大于 GDP 的

0.01%）财政措施共 300 余条，并在附件中详细列出。这些措施分为救市措施和

复苏措施两类（见第三章），我们发现绝大部分属于救市类型，包括旨在保障生

计的大规模补贴劳动者和企业的机制。我们主观评估了这些政策，其中 4%属于

“绿色”政策，即有可能减少长期的温室气体排放；还有 4%属于“棕色”政策，即

有可能推高温室气体净排放超过基线水平；另外 92%为“无色”，即保持现状。 

 

3
 历次经济危机期间的温室气体排放减量都是暂时的。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

了 1%，但 2010 年又回升了 4.5%，高于五年平均增幅即 2.4%（Boden et al., 2013）。反弹的原因是政府

为刺激本国经济而扩大对基于化石燃料的经济活动的投入，与此同时能源价格也处于低位（Peters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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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市政策组合的重点在于给经济有困难的个人注入现金流，帮助有需要的民

众解决粮食、住房、健康、用电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上的需求。若干国家已经实施

了以此为目标的政策。例如，美国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通过了 CARES 法案（全

称《新冠疫情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其中的救助条款是直接通过发放

现金帮助国民渡过难关（Courtney, 2020）。其他国家也实施了类似的方案。英国

的《新冠疫情期间就业岗位保留计划》（UK Coronavirus Act, 2020）允许企业申

请政府救助资金以支付临时下岗工人工资，额度最多为 80%，每人每月最多 2500

英镑。 

但有的救市政策也面向受疫情影响面临倒闭或收入锐减的高排放企业，比如

航空公司。例如俄罗斯为航企免税（通过其危机应对基金）；澳大利亚出资 7.15

亿澳元无条件救助航企（通过新冠疫情经济应对计划）；美国投入 320 亿美元救

助航企（通过 CARES 法案）等。正面临着油价暴跌的化石能源行业（Ngai et al., 

2020）可能日后也要请求免税待遇或政府救市。政府有充分理由支持这些行业，

但建议此类救市应该有附带条件，比如要求被救助产业制订可衡量的净零排放转

型行动计划。 

整体来看，虽然疫情造成了 2020 年温室气体排量下降，但疫情对气候的整

体影响其实受投资选择驱动，尤其将由未来几个月出台的财政复苏计划所决定。

  

三、财政复苏计划的气候影响 

虽然大部分 G20 国家都实施了救市．．计划，但截至 2020 年 4 月还没有哪国政

府全面解除封城，推行重大经济恢复．．计划。经济恢复计划可以是“棕色”的，强化

经济增长和化石能源消耗之间的联系，加大资产搁浅风险（Pfeiffer et al., 2018）；

也可以是“绿色”的，推动经济活动与碳排放脱钩。 

建议在设计经济恢复计划时应考虑如下几个因素：长期的经济放大效应、对

生产性资产基础和国家财富的贡献、实施速度、成本代价、简便易行程度、对社

会不平等的影响，以及各种政治考量。无论什么经济恢复计划，其重点之一都是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4-19/oil-drops-to-18-year-low-on-global-demand-crunch-storage-woes
https://iopscience.iop.org/article/10.1088/1748-9326/aabc5f


稳定预期，恢复信心，引导急需的储蓄资金进入生产性投资。但如果“一切照旧”

地继续下去，全球升温幅度将超过 3 oC，这就意味着人类社会在将来将面对更多

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更大的气候代价。重塑信心的另一种方式即引导投资流

向既能带动增长又能平衡可持续的实体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无形资本、

自然资本投资组织（Zenghelis et al 2020），与全球气候变化目标相衔接。最后，

所有经济恢复计划，即便是气候友好型的计划，要想真正落地都必须要同时解决

眼下的社会和政治关切——诸如脱贫、减少不平等、推动社会包容等，具体关切

的内容因地而异。 

（一）评估经济和气候影响潜力 

对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财政应对措施的研究表明，复苏政策能否成功提振经济

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政策实效的显现速度；二是其短期和长期的经济放大

效应，或者说每投入一美元所产生的回报（Freedman et al., 2009, Coenen et al., 

2012, Ramey, 2019）。与全球金融危机相比，这次疫情的影响更加深刻且广泛。

与 1973-75、1981-82、2001、2008-09 等历次危机不同，它的影响不再局限于特

定领域。救市类措施必须立竿见影。而对于复苏措施来说，落实速度虽然也很重

要，但资源投入可以选择的领域更多，应谨慎地引导资源流向能更能带动生产的

资产，形成更大的经济放大效应，从而锤炼资本市场和劳动力，使其能更好地适

应未来的挑战（Hepburn et al, 2020）。 

那么长期的放大效应倍数又由什么决定呢？未来，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经济体

一方面能最大化地利用人工智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所产生的技术（Schwab and 

Davis, 2018），一方面又能保护和巩固好各种自然资本如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栖

息地、清洁空气和水源、高肥力土壤、稳定的气候等等。本文主要关注其中的气

候影响。气候政策常常会产生附带收益，如垃圾减量、效率提升、污染减少（Dong 

et al., 2015; Bollen, 2015）、拥堵缓解（Portugal-Pereira et al., 2013）、食物浪费

减少（Munesue et al., 2015）、生态系统可持续性增强（Palm et al., 2014）等，这

些也十分重要，但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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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往历次危机的经验教训 

虽然新冠疫情与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不同，但仍然有很多可以借鉴之处。

当经济在顶位运行时，经济放大效应几乎为零。而到了国际金融危机这样的时刻，

经济放大效应可以变得很大。此时，排斥不确定性、不愿为未来投资、担忧消费

承受能力等因素导致各经济主体采取对整体经济不利的行为。企业可能减少投资

或裁员，银行会缩紧信贷，消费者则会控制开销。市场信心低落形成一种自我加

强的循环，通过凯恩斯理论中的“放大”和“加速”效应造成经济疲软。 

在困境中采取扩张性政策能够遏止因个人和私营领域经济活动乏力而形成

的负强化反馈，防止负面迟滞效应影响未来供给而造成资本虚糜，导致劳动力因

无法充分就业而荒废技能（DeLong and Summers, 2012）。过往经验表明，在经

济低迷时期进行财政注资，能带来 2.5 倍的放大效应（Auerbach and Gorodnichenko, 

2012; Blanchard and Leigh, 2013）。有研究对英国做了三个模型，以财政注资催

生的借贷增量为变量探究经济表现变化，得到结论：远期经济放大效应基本落在

2.5-3.0 倍的稳定区间（Mourougane et al., 2016, IMF, 2014, Abiad et al., 2015）。 

在各项扩张性政策中，扩大政府支出看起来比减税更有利，能产生更大的经

济放大效应（Mahfouz et al., 2002）。直接向居民发放现金也能取得良好效果

（Gechert and Rannenberg, 2018）。目前，金融体系仍然运行有序，利率水平较

低，便于引导定向投资流入生产型资产，从而产生更好的短期和长期经济放大效

应（Freedman et al., 2009）。 

我们对全球金融危机时所采取的 196 项经济刺激和复苏政策进行了低干涉

评估，结论是 63 项属于绿色，117 项属无色，16 项属棕色。应对全球经融危机

的经验告诉我们绿色刺激政策往往比传统的财政刺激更有优势。比如，可再生能

源投资不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很有吸引力。在新增就业放缓的衰退时期，可

再生能源产业能在短期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进一步促动消费，扩大需求，提高短

期放大效应。长期来看，可再生能源的优势在于运营与维护需要的劳动力更少

（Blyth et al., 2014），有助于在恢复经济体量的同时解放生产力。可再生能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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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让劳动力运用更加高效，另一方面减少化石燃料使用，通过扩大供给侧形成

更好的经济放大效应。 

绿色建设项目如保温改造、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等也有类似的经济放大作用，

而且也不易受商品进口或服务外包的影响（Jacobs, 2012）。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

设初期又恰好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有研究模型显示，每投入 100 万美元，用

于建设可再生基础设施能创造 7.49 个全职工作岗位，用于能效提升改造能创造

7.72个岗位，但投入到化石能源行业只能创造2.65个岗位（Garrett-Peltier, 2017）。

长期来看，此类公共投资能降低清洁能源转型的成本，从而得到可观的回报

（Henbest, 2020）。更多更好地利用此类机会能“启动绿色创新的引擎”（Acemoglu 

et al., 2012），推动高效、创新、高产的经济发展，并形成更高的溢出效应，惠

及更多经济领域（Aghion et al. 2014）。 

很多减碳政策都着眼于引导投资进入学习曲线陡、未来增长率高的行业，因

而形成了很好的短期和长期经济放大作用。例如，美国、中国、日本和很多欧洲

国家都引进了报废汽车处理项目，仅在美国一地就通过 70 多万宗交易实际向消

费者转移价值近 30 亿美元（Gayer and Parker, 2013）。对于美国这个项目的很多

研究发现，不少人出售旧车仅仅是出于需求转变，其背后的环境成本很高（Li et 

al., 2013），“旧车换钱”项目能很好地达成他们想要的经济和环境双重效益（Miller 

et al., 2020），如果有充分的绿色条款做基础，效果会更好。 

另外，可通过投资来推广各类实现净零排放所必须的技术， 比如可以减少

大气中温室气体总存量的碳捕集与封存技术（CCS）。然而，此前的 CCS 项目落

地进展缓慢，未能完全达到预期效果（Tvinnereim and Ivarsflaten, 2016）。政府

可以考虑投资大规模发展和部署 CCS 技术的同时，开展广泛培训（Mundaca and 

Richter, 2015），更好地控制预期成本。 

（三）全球财政复苏政策调查 

2020 年 4 月，我们采访了自 53 个国家（包括 G20 的所有成员国）财政部、

央行和经济学界的官员和学者，了解他们对疫后财政复苏政策的态度，主要是对

政策设计的态度。我们梳理了 G20 国家在 2008-2020 年间拟实施或实际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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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余项主要财政刺激政策，总结出 25 个政策基本模型，包括 6 类救市型政策

（A, C, D, I, K, O），和 19 类恢复型政策（图 1，详见附件 2）。我们采用了系

统筛选的方式选取受访人，具体过程详见附件 3。 “目标组”包括各国央行高级官

员（联系 226 人，实际参与 43 人）、政策性发展银行高级官员（联系 301 人，

实际参与 41 人参加调查）、财政部高级官员（联系 147 人，实际参与 23 人）、

专家学者（联系 217 人，实际参与 71 人）、智库评论分析专家（联系 128 人，

实际参与 21 人）。 

我们要求受访人从相对和主观的角度，对照三个关键指标对每一个政策基本

模型进行评估：1) 自政策出台起的“实施速度”（从“不到一个月”到“超过三年”）；

2) “长期经济放大效应”（“低”到“高”）；3) “气候影响潜力”（“非常负面”到“非常

正面”）。此外还设置了一个总结性评价指标，即“整体欢迎程度” （“非常反对”

到“非常受欢迎”）以反映在气候和经济指标中不能直观体现的社会、政治、个人

等相关因素。受访人还提供了所在地区国家的人口数据（6 个问题），包括所在

国家、经验水平、教育培训情况等。我们还鼓励受访人在开放性问题中充分表达

自己的观点，并就是否在文章中公布自己姓名征求其意见（见附件 1）。按此设

计，每位受访人回答了 106-108 个问题，调查共收集了 24,704 个结果条目。每个

“目标组”都收到了两个链接，一个受限访问链接供自己填写答案，另一个不受限

链接与同事分享。而通过不受限链接完成问卷的对象被列为“补充组”。关于受访

样本组和调查设计的详情见附件 4。 

图 1 右上象限的是被评为“受欢迎”的政策（即有较好的长期放大效应且对气

候非常有利），主要包括交通通讯基础设施投资（S）、一般研发投入（X）、教

育投入（L）、清洁能源基础设施投资（T）、清洁技术研发投入（Y）等，几乎

每一项都被受访者列为前十名最欢迎的政策之一。其他值得关注的政策选项还有

医疗投资（M）和劳动力再培训（N）。另有两个政策大类在“气候影响潜力”项

上得分较高，但经济放大效应和实施速度的评分不高，分别是发展绿色空间与生

态自然基础设施投资（V）和建筑能效提升改造（U）。 

很多传统的“救助型”措施在图上处于中部偏右，包括：为家庭、初创企业、

中小企业等提供流动资金支持（D），直接发放生活必需品（K），定向发放现金



（O）等。这些措施不出意料地在“实施速度”上得分高于其他，并且在“长期放大

效应”指标上也处于领先地位。而对航空企业无条件救市（E）在所有指标上打分

都明显很低，在专家评选出的最受欢迎的十大政策中出现的次数也少于其他所有

措施。 

 

图 1. 使用相关性调整分数综合评价所得目标组调查结果 

与一般研发相比，清洁技术研发作为一大政策基本模型明显整体更受欢迎，

且有更大的积极气候影响潜力。但在“实施速度”和“放大效应”上的评分排名落后

于一般研发（实施速度：清洁研发第 25 名，一般研发第 20 名；放大效应：清洁

研发第 12 名，一般研发第 6 名）。这表明目标组受访人在综合评价各项指标时

给气候影响赋予了较高权重。 

目标组中，最受欢迎的恢复型政策按平均数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医疗投入

（M）、提高防灾水平（W）、清洁技术研发投入（Y）、非盈利性救市（F）、

清洁能源基础设施投资（T）。最不受欢迎的政策，按平均数排名由高到低依次



为：航企救市（E）、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投资（Q）、所得税减免（H）、增值税

和其他商品服务税减免（G）、农村扶持政策（P）。 

图 2 显示了在不同受访人分组中引发分歧比较大的项目。除智库专家组以

外，财政部官员组给出的答案整体偏离全目标组调整后的均值最远（见附件 7）。

财政官员对直接发放现金（O）和直接发放生活必需品（K）两项的欢迎程度整

体偏低。在气候指标上，相较于其他受访人，财政官员认为无条件救市航企（E）

措施带来的负面气候影响较低。他们对减免企业税收以利内部调整（J）所带来

的经济放大作用的评分远高于其他受访人，同时对增值税减免（G）的落实速度

的评分则低于其他受访人。整体来看，在所有分组中评分分歧最小的指标就是“环

境影响潜力”（统计方差最小），而分歧最大的指标是“实施速度”（统计方差最

大）。 

考虑到一国选取的最佳财政对策可能受其财富状况的影响，我们将所有受访

人的答案按经合组织（2017）最新的国别分类分为“高收入国家组”（HIC，N=168）

和“中低收入国家组”（LMIC，N=63）。如图 2 所示，两者平均结果差异显著，

表明所在国经济条件是影响政策偏好的重要因素。两组专家意见分歧最明显的

（即在 100 分的相对性调整后打分表上相差超过 8 分）是对以下政策的欢迎程

度：农村定向扶持政策（P。差 12 分，中低收入国家组评分更高）和清洁技术研

发投入（Y。差 9 分，高收入国家组评分更高）。这些政策在中低收入国和高收

入国会显现不同的效果：高收入国家的农村扶持政策可能是给现有企业发放农业

补贴，而中低收入国家则可能要求国有企业直接创造就业。在高收入国家，清洁

技术研发投入可以通过投资相关产业使其成为高附加值的全球未来领军者；而中

低收入国家由于缺乏本地高技能劳动力，类似的投资很难带来同样的经济放大效

应。 



 

图 2. 按受访人背景分组（i 到 iv）和所在国经济状况分组（v 和 vi）统计的政

策态度平均结果 

本研究结果表明，很多情况下受访专家都认为有利改善气候的政策同样具有

非常好的经济性。但我们也要考虑导致此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受访人本人就相信气

候变化理论才选择参与问卷调查。可以明确的一点是，本次调查的设计重心并不

在气候变化上，而且财政部和央行官员也并非都是绿色理念的坚定拥趸者。但是，

发出调查邀请的本文作者都在气候经济学研究方面有公开记录；再者，“笃信气

候说”的受访人更可能完成问卷。这类受访人也可能有意识或潜意识地高估了有



显著气候影响的政策对经济的潜在作用，或者能更充分地理解气候不利政策的潜

在经济代价。反之，另一方面，“气候怀疑论”者可能也参与了调查，他们的反馈

向另一边偏倚。为此，我们采用如下方法对正反两种想法进行了检验： 

定义“气候有利”政策为在目标组评分中“气候影响潜力”指标排在前四分之

一的政策（即前六名：T, Y, V, U, S, X），定义“气候不利”政策为评分中“气候影

响潜力”排在后四分之一的政策（即后六名：E, Q, C, I, G, H）。在此基础上，按

照“实施速度”和“经济放大效应”两个指标，对以上 12 个政策中至少一半的评分

（排序）在前四分之一的受访人被归为“笃信气候说”组（N=25），而对至少一半

政策在评分排序在后四分之一的受访人归为“怀疑气候说”组（N=31）。所有其他

受访人被归为“气候不敏感”组（N=143）。在气候有利政策中，整体未见偏倚。

但在“气候怀疑论”组，对气候不利政策和反对气候有利政策则呈现出中等程度的

偏倚（具体方法见附件 9）。 

（四）对政策制定者的指导 

基于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调查结果和作者的判断，本文提出如下三点思

考，供政策制定者在设计疫情后经济恢复计划时参考： 

1. 经济复苏政策既可以达成经济目标，也可以达成气候目标。若干财政复

苏政策能在带来较好的经济放大效应的同时也形成长期的气候有利影响。结合我

们的调查问卷结果和相关文献，五类政策在诸多政策选项中脱颖而出： 

— 投资可再生能源资产、储能技术（包括氢能源）、电网现代化、碳捕

集与封存技术等清洁实体基础设施； 

— 投资建筑能效提升改造项目，如改善保温隔热、供暖、家庭储能系统

等； 

— 增加教育培训投入，缓解疫情造成的失业问题并实现去碳排放的结构

性转型； 

— 投资自然资本，建设生态系统韧性，推进生态修复，包括恢复碳汇丰

富的自然栖息地、发展气候友好型农业等； 

— 增加清洁研发投入。 



在很多中低收入国家，清洁研发投入可以替换为： 

— 投入农村扶持计划，重点支持可持续农业、生态系统恢复、加快清洁

能源设施布局等方面。 

尽管基于政治及其他涉及国家利益的环境因素的考量，有些气候不利政策可

能不可避免，但即使是这些政策也可以加以设计，通过附加适当条件而达到长期

积极的气候结果。例如，可对航空企业实行有条件的绿色救市，要求航企在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并设置五年或十年的阶段性目标（O’Callaghan and Hepburn, 

2020）。如果航企届时不能完成目标，政府有权将救市资金按当前极低的股票现

价转为股权。 

2. 利用好附带效益。如调查结果所示，气候有利政策中有一些非经济、非气

候的因素也使其更受欢迎。例如，鼓励发展电动汽车产业可以减缓局地空气污染，

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意义尤为重大。支持建筑能效提升改造可以从低收入家庭

开始，达到降低用电成本和维持冬季保暖等效果，缩小社会和健康不平等的差距。

在中低收入国家，可以新增可再生能源提高农村供电覆盖，帮助群众脱贫致富

（Aklin et al., 2018）。 

政策制定者必须主动作为，在政策设计阶段充分认识到附带效益，并通过建

立政策实施标准扩大积极影响。各国的国家发展重心和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各不

相同，差异较大，对附带效益的选择偏好也会不同。各国可根据本国国情制订相

应政策。 

3. 政策设计至关重要。即使经济复苏政策理论上有效，也可能因为设计不

当而无法产生预期的经济、气候、社会效应。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很多政府都

牺牲了长期的经济效益和气候影响，转而追求政策实施速度的哪怕小幅提升。这

会给周期较长的政策措施（如基础设施投资）造成非常突出的问题。比如，住宅

https://mitpress.mit.edu/books/escaping-energy-poverty-trap


保温隔热项目在澳大利亚实施得很不理想，但在加拿大和美国就比较成功

（Tienhaara, 2018; Tonn et al., 2015）。4 

危机中的政策设计行动在追求速度的同时，还应充分征求意见，以扎实的证

据作为支撑。在封城期间推出救市计划有必要从速实施。制订疫后经济恢复计划

时则有时间权衡考虑，引导投资优先进入能拉动未来增长的资产。政策的成功与

否取决于其所在的特定的社会、政治、自然、经济环境。 

最后，一国在实施气候有利政策中还应加强国际社会合作与借鉴。我们撰写

本文的同时曾与英国政府沟通，提出成立“可持续复苏联盟”（Allan et al., 2020），

为各国提供沟通平台，防止各国恶性竞争，鼓励各国互学互鉴，有效协调复苏计

划，放大积极效应。 

（五）政府出资的限制性和便利性 

前述各项干预措施的经济成本在各国各不相同。在一些中低收入国家，政府

的资产负债情况和财政状况可能不允许采取大规模扩张性政策。但如果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能够出面组织国际社会协调应对，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Vines et 

al, 本文）。也可以通过对非传统货币政策和其他非财政政策的明智有力的实施

来引导预期，帮助市场重建信心。 

高收入国家对于本币债务增加带来偿债压力和“财政空间”受限的担忧可以

理解。尽管疫情后政府借贷确有快速上升，但这种担忧实属反应过度。富裕国家

的政府债券真实利率近乎为零甚至为负值，这就能反映出大量投资者仍然非常青

睐政府票券且很少担心货币贬值或违约。美联储的政策利率维持在 0%（美联储， 

2020），而英格兰银行利率维持在 0.1%（英格兰银行，2020），其他央行的利率

也处于类似的低水平。 

 
4
 澳大利亚议会曾草率通过了一项两年期的住宅保温计划（HIP）（见《全国建筑与就业法案》，2009；据

澳洲联合通讯社 AAP，2014），其计划进度比政策制定者的建议快了 60%（Tienhaara, 2018），因而使该

计划走上了“制造泡沫-泡沫破裂”的道路，并带来了不好的环境结果（Environment, Communications and 

the Arts Reference Committee 2010, p. 65）。前瞻性不足还令澳大利亚付出了惊人的人员代价，共造

成了约 100 场住宅火灾，四人死亡（Tayler and Uren, 201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加拿大和美国的鼓

励性住宅保温计划，在其已实施项目的基础上引入，效果好很多（Tienhaara 2018; Tonn, 2015）。 

https://www.routledge.com/Green-Keynesianism-and-the-Global-Financial-Crisis-1st-Edition/Tienhaara/p/book/9781138551756
https://www.energy.gov/sites/prod/files/2015/09/f26/weatherization-works-II-ARRA-period-eval.pdf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monetarypolicy/openmarket.htm
https://www.bankofengland.co.uk/boeapps/iadb/Repo.asp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mar/17/insulation-program-devised-two-days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mar/17/insulation-program-devised-two-days
https://www.routledge.com/Green-Keynesianism-and-the-Global-Financial-Crisis-1st-Edition/Tienhaara/p/book/9781138551756
https://www.energy.gov/sites/prod/files/2015/09/f26/weatherization-works-II-ARRA-period-eval.pdf


另一个常被提及的担忧是全球债务总量。据 Tiftik 等人（2020）的统计，全

球债务占 GDP 比例在 2019 年底已经达到了史上最高的 322%。其中超过三分之

二的债务在私营领域，而股票市值和资产价值的大幅下挫造成企业的资产负债表

严重缩水，财务杠杆率随之走高。 

然而，金融借贷资产本身不是净财富，全球债务总量这一指标的意义仅仅是

揭示一些基本面的挑战，如不平等在加剧；再就是反映在各主体之间系统性的金

融关系网上形成短板和弱点。每有一个债务人就会对应有一个债权人，真正有意

义的是借贷是否投入于能持续拉动增长的资产。当前利率较低，借贷可能产生积

极的经济放大效应从而推高名义 GDP，因而举债进行大规模财政刺激的偿债成

本较低，且大部分情况下也是可持续的。 

但是，要想避免经济螺旋下行必须要有精细的管理。全球非金融企业债存量

在 2019 年底已经达到了创记录的 13.5 万亿美元，比全球金融危机时还高（经合

组织，2020）。同时这些债务的质量也较差——信用评级更低、偿债期更长，因

此可能牵连银行系统的风险不可小觑。据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OBR）估计，如

果封城措施持续三个月，英国的经济产值将在 2020 年第二季度前所未有地暴跌

35%（OBR, 2020）。摩根大通银行预测，二季度美国经济将环比萎缩 9 个百分

点，而此前一季度已经环比下降 1.2 个百分点（Domm, 2020）。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四月预测，受疫情影响，即使经济快速恢复，发达经济体的 GDP 也会比正常

年份下降 6.1%（IMF 2020a）。而快速恢复绝非手到擒来，如果不着力推动私营

部门重建信心，经济很难快速复苏。 

经济复苏政策如果过于关注消费，而不是通过投资拉动增长为后代创造可持

续的回报，可能会加剧代际之间的不平等。如果政府为推动经济复苏而举债，则

必然随之出现私营部门的财务结余，也就意味着私营部门会从未来的纳税人身上

取走更多的钱。诚然，债务的实际价值可能因通胀而缩水。但如果经济恢复计划

确实推动了增长，通胀也将升高，造成债务利率和偿债成本随之升高。 

https://www.iif.com/Portals/0/Files/content/Global%20Debt%20Monitor_January2020_vf.pdf
https://www.oecd.org/corporate/corporate-bond-debt-continues-to-pile-up.htm


四、社会与机制改变 

疫情已经在很多方面引发了重大变化，诸如个人行为、社会普遍做法、思想

信念、政府在经济中的地位角色、各国以及国际机构之间的关系等，这些变化都

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这其中哪些变化会产生持续的影响？该等变化的气候影响

又如何？ 

（一）工作与交通行为方式的转变 

疫情推动了很多国家向数字化远程工作模式快速转型（世卫组织, 2020a），

减少了航空出行（国际民航组织, 2020）和汽车交通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0b）。

这些“适应性行为”在大灾大难中并不鲜见（Cohen, 2020）。随着经济逐步恢复，

在有些领域人们会重回疫情前的常态，但在另一些领域可能会出现行为方式的永

久改变。一种预计是（当然也难免是猜测），全球劳动人口中有将近三分之一会

永久采用远程、非全职的工作模式（全球工作环境分析 Global Workplace Analytics, 

2020）。甚至航空产业也预计会出行模式会发生永久性的改变，商务差旅将会处

于长期低迷的状态（Sorensen, 2020; Boone et al., 2020），航班量恢复至疫情前水

平所需的时间要比此前历次疫情的都长（国际航协, 2020）。 

疫后的政策选择以及封城措施的范围和力度都将决定疫情带来的行为改变

的深远程度。历史证明，在转变时期开展行为干预往往能取得更显著的效果

（Geels, 2002; Reeves et al., 2020）。疫情后的恢复投入将是一次引导气候有利行

为的好机会，如支持远程办公、拓展高速宽带网络、住宅能效提升等等。 

（二）全球体系和领导机制的转变 

疫情撼动了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对多边机制产生了潜在的长期影响。病毒的

快速扩散让各国呼吁“前所未有”的全球合作（Kokudo and Sugiyama, 2020），但

同时也暴露了国际合作中的一些短板，以世界卫生组织（WHO）为例。世卫组织

负责在流行病爆发时协调全球医疗卫生响应，在此次应对疫情表现上被批评为速

度和力度都不够（Mahase, 2020）。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1685/nCoVsitrep01Apr2020-eng.pdf
https://www.icao.int/sustainability/Documents/COVID-19/ICAO_Coronavirus_Econ_Impact.pdf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4/14/weo-april-2020
https://doi.org/10.1080/15487733.2020.1740472
https://globalworkplaceanalytics.com/work-at-home-after-covid-19-our-forecast
https://www.ideaworkscompany.com/wp-content/uploads/2020/04/Flight-Plan-2020-How-Travel-Will-Be-Different-2.pdf
https://daserste.ndr.de/panorama/cepr102.pdf#page=44
https://www.iata.org/en/iata-repository/publications/economic-reports/covid-19-delivers-unprecedented-shock/
https://www.bcg.com/publications/2020/8-ways-companies-can-shape-reality-post-covid-19.aspx?utm_medium=Email&utm_source=esp&utm_campaign=covid&utm_description=featured_insights&utm_topic=covid&utm_geo=global&utm_content=202004_2&utm_usertoken=c1342655313ce5cb36100fa2980f946b30de38f4&redir=true
https://www.jstage.jst.go.jp/article/ghm/advpub/0/advpub_2020.01019/_pdf
https://www.bmj.com/content/369/bmj.m1502


构也因为提出的经济救助计划附带条件，或者可能影响某些国家金融健康从而帮

助不大等原因而受到抨击（IMF, 2020c, Kentikelenis, 2020, Kickbusch et al., 2020）。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的联合部长级委员会（发展委员会）重申了

基金组织和世行在应对新冠疫情中至关重要的金融作用（世界银行，2020）。G20

等论坛机制则加强了国际合作承诺（G20, 2020）。 

国际机制所面临的这些挑战将对应对气候危机产生深远影响，既是风险也是

机遇。目前全世界都在关注疫情，气候变化谈判因此被推迟。但是，随着 2021 年

气候变化大会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的临近，如果顺利，届时疫情高峰已过，各国

就有了很好的机会就实施气候有利的经济恢复计划进行合作与交流。开展全球合

作、强化职责使命、出资支持全球性决策机制等都很重要，不仅能保障有效应对

疫情，同时也将推进气候领域的持续合作（Stavins et al., 2020, Steele et al., 2014）。 

五、总结与结论 

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了全球经济，将从多方面影响气候变化行动的进展。能形

成长期气候影响的最重要的推动因素是财政复苏计划，还有国家和国际机制内外

部可能出现的力量平衡的变化。由于封城措施造成的短期温室气体下降并不会产

生显著的长期减排效应，除非能以某种方式推动个人、企业、机制上发生更深远

的长期的变化。紧急推行的救市计划当然是“无色”的，因其关注重点放在保持流

动性、维持企业资金周转、稳定居民生计的等，所以很难产生有利的气候影响。 

本文对来自各国财政部、央行及其他主流机构的官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又对

扩张性财政政策相关的文献进行了大量梳理和政策分类。通过调查研究得出五类

推荐政策（以及另有一类只适用于中低收入国家），这些政策十分适合同时达成

经济和气候目标。具体是： 

• 清洁实体基础设施投资 

• 建筑能效提升改造 

• 投资教育培训，解决疫情造成的短期失业和去碳化转型带来的结构性失

业问题 

https://www.imf.org/en/About/FAQ/imf-response-to-covid-19#Q5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glo/article/PIIS2214-109X(20)30135-2/fulltext
https://www.bmj.com/content/bmj/369/bmj.m1336.full.pdf
https://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2018/02/ipcc_wg3_ar5_chapter13.pdf


• 自然资本投资，增强生态系统韧性，推进生态修复 

• 清洁研发投入 

对于中低收入国家，农村扶持项目投入政策同样意义重大，而清洁研发投入

则相对次要一些。各国政府的经济、社会、环境发展需求侧重各有不同，推行的

经济恢复计划也将反映出此差异，造成不同的气候影响。 

本次调查得出的结论还有：很多气候有利政策被受访人评分为整体受欢迎；

而大部分气候不利政策则受欢迎程度较低。即使有些气候有利政策实施时间更长，

也并不影响其受到欢迎。气候有利政策的长期经济放大效应较高，能为政府投资

带来优厚回报。当然，鉴于各国国情不同，最合适的政策也不尽相同。 

当前，我们正从应对疫情紧急救市阶段进入经济恢复阶段，政策制定者们面

临着很好的机会，引导投资进入能拉动长期增长的资产。此类投资能够最充分地

利用人们正在发生转变的习惯和行为模式。随着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的临近，国

际社会可能会审视一揽子恢复计划对气候的影响和对“巴黎协定”（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 UNFCCC, 2015）的贡献。经济恢复计划如能着眼于气候和经济目标

的协同效应，将更有益于国家财富增长，同时巩固能拉动增长的人力资本、社会

资本、实体资本、无形资本和自然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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